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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县级政区既是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的坚实基础，也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地理单元。近３０

年来，经济社会的发展、城市化等对县级政区冲击很大，江苏迄今已消失２０余个县级政区，这对县域历史文化资

源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造成影响。因此，保留县级政区单位并保持县域的完整性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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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政区是在漫长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下层地方行政区，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疆域统一完整和中央集权

制度的坚实基础。县级政区设置历史悠久，地域范围稳定，社会经济文化诸要素齐备，构成了相对独立、边界清晰的地理研究

单元，并成为研究县域历史、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单元。因此，保留县级政区单位，保持县域的完整性，具有重要的历史

价值和现实意义。 

一、县的历史特征 

（一）最稳定的地方政区组织 

历史上的地方政区组织一般分两级或三级，即郡县（乡里）、州道府县（乡里）、省府州县（乡里都、图）、省市县（镇乡村）

等。郡始建于战国，后消失；州作为监察区出现在西汉；府在魏晋到隋唐时期是军事区，后变成政区；道出现在唐朝，也属于

监察区，后来也不常见，民国短暂设道，居省之下，县之上；路在两宋出现，开始属于财赋转输区，后来也不存在了；省一级

出现在元代，明清延续，形成统一固定的省一级高层政区；县自春秋战国出现，秦朝实行郡县制度，直至明清，并延续至今；

县以下，乡虽出现早，但属县之后，废兴变化大；镇在宋代后大量出现，明清出现经济型市镇；里、都、图等今天称之为乡、

村、居民小组。从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，县始终是最基本、最稳定的地方行政组织。县级政区一旦形成，县域空间明确，变化

相对较小。一般县城位于县域之中，方圆在２５公里范围以内，这有利于县官短时间巡访。 

自秦朝以来，县是统一国家中央集权对基层进行统治的最直接、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层级。如户籍管理、粮食征收都以县为

单位进行，地方武装以县为单位编制，徭役也以县为单位征发，等等。实际上，县政权乃是代表秦王朝执行统治人民职能的机

构。这一职能确立后，对此后两千余年的历史都有影响。 

（二）数量稳中有升 

从对正史地理志的统计可知，在统一王朝时期，历代县级行政中心数量为１ ０００～１ ７００个，县以上行政中心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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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变化较大，但大致在百个到数百个不等，多与县城重合。所以中国古代县级以上城市数量基本上和县城的数量相当，县的数

量基本上代表了全国县级以上城市的数量，古代政区与城市数量及空间保持一致。顾炎武认为，唐朝府的属县数量比较适中，“自

古郡县之制，惟唐为得其中”。 

二、江苏县级政区的演变历程 

江苏省独立建省较晚，明代作为南直隶，包括今天的安徽省及上海市。清康熙六年（１６６７年），苏皖分省，今天的江苏

省主体逐渐形成。江苏虽立省较晚，但境内的县却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，其间的变迁基本上是稳定中有所发展。从数量上看，

西汉时期，江苏县的数量就达到了一个高峰，淮北、太湖地区比较发达，置县较多。清代曾将苏州、常州等府县一分为二。民

国时期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省会迁到镇江，全省设县６１个，包括了当时属于江苏的上海地区属县，其中属今江苏省域的

为５０个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江苏县级政区因区划调整和自然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。１９４９年设置新安县（１９５２年改名新

沂县）、滨海县，１９５１年嵊泗特区改为嵊泗县，属松江专区，１９５３年划归浙江。１９５５年萧山、砀山划归安徽，盱眙、

泗洪划归江苏，新增了洪泽县（１９５６年）、灌南县（１９５７年）。１９５８年划出松江专区中上海、松江、奉贤、青浦、

金山、南汇、川沙、宝山、嘉定、崇明（属南通专区）１０县，而在划出前江苏有７１个县，历史最多。１９５８年后县的数

量减少至６１个，这与民国时期的数量相当。１９６０年增设金湖县，１９６２年增设沙洲县（１９８６年改为张家港市），１

９６６年增加响水县。截至１９８３年底，江苏有６２个县、２个县级市（常熟、泰州），合计６４个县级政区，省域内县的数

量超过了１９５８年（表１、表２）。 

 



 

三、新时期江苏县级政区的变化 

（一）县级政区数量逐步减少 

１９８３年县改市之前，江苏的县级政区发展稳定。之后，县级政区在剧烈变动中走向衰弱，具体表现为县级政区数量减

少，县级政区被拆分纳入城区。截至２０１５年，江苏仅有２１个县、２１个县级市，合计４２个县级政区，２２个县被改为

城区，县（区）域格局被重新划分。南京市原有江宁、六合、江浦、溧水、高淳５个县，现全部改为区。无锡市原有３个县市，

减少无锡（锡山）１个县。徐州市原有６个县市，减少铜山１个县。常州市原有３个县市，减少武进、金坛２个县。苏州市原

有６个县市，减少吴县、吴江２个县。南通市原有６个县市，减少通州１个县。连云港市原有４个县，减少赣榆１个县。淮安

市原有６个县市，减少淮阴、淮安２个县。盐城市原有８个县市，减少盐都、大丰２个县。扬州市原有５个县市，减少江都、

邗江２个县。镇江市原有４个县市，减少丹徒１个县。泰州市原有４个县市，减少泰州１个县。宿迁市原有４个县市，减少宿

豫１个县。至２０１５年，江苏省内长江以南的县级政区全部改为县级市或市辖区，２１个未改市的县全部在长江以北。这虽

然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，但县级政区融入城中区，完整的县级政区解体，县级实际上已经消失。 

（二）完整稳定的县域空间肢解消失 

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，文化地理学者比较重视府一级行政区的研究。一般认为，县级地域太小，很难形成独立的、具有

鲜明特色的文化单元。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也不尽然。例如安徽的桐城就极具文化特色。江苏的淮安、常熟也都是较



早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，文化繁荣，特色鲜明。 

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城市化迅猛推进，乡镇工业化、开发区园区设置、旧城改造新城建设、房地产开发等都成为县级

行政区划调整的推手。在这方面江苏走在全国前列，开始多为撤县改市，后来又撤市改区。县改县级市，县级政区仍在，但改

为区之后，变成城区，独立的乡镇很难保存，甚至县域也被肢解，被分为不同城区。如苏州的吴县改为吴县市，县级仍在，改

成区后拆分为吴中、相城２个区。无锡县改为区后，变成锡山区和惠山区，原来完整的无锡县域不复存在。武进县改为区后被

重新划分，原来县域的一部分被划到其他区，如历史上著名的奔牛镇被划出武进区。 

（三）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 

县是城市与乡村的纽带，县域“皮之不存”，乡村“毛将焉附”？城市的兴起与空间变化曾与县的发展息息相关。中国的大

中城市（直辖市、省会、地级市等）绝大多数是在县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并没有消灭县之本身，县与府州、

城市同治的现象极为普遍。县保留了城市与乡村的合理空间，使政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得以保存。然而，撤县市改

城区后基本上消除了城乡的空间界限，城乡连为一体，城市无限扩展，乡村迅速消失。目前，苏南已经很难看到一个范围较大

的、完整的城乡二元空间，许多地方城乡基本上连为一体。如从苏州城到太湖的洞庭东山西山均已经城市化，城区连成片，乡

村被压缩到太湖深处。“摊大饼”式的城市空间蔓延，使新农村建设徒有虚名，美丽乡村成了民俗文化和田园风光的保留地和旅

游景点。 

四、保护县级政区的意义 

（一）县是中华文化之根 

县是中国人的根之所在，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之所在，中外学者都强调县作为上承下达、城乡纽带的重要作用。“县是中国人

生活中的市政的、政治的、司法的与财政的单位。县包含有一个围以城墙的县城，在许多省会中，一县的范围只有半个城，以

及环绕这半个城外面的乡村。居民的户籍隶属于县，对于这种县籍，不论他身在何处，总是不情愿丧失或放弃的。县是出身士

绅阶级的人的宗祠所在地，也是任何人祖先的故居。中国人到晚年的时候，只要有可能，他总是要告老还乡；即使身死异域，

他的骸骨也要归葬于本土；在他的整个一生中，他和他的县总归是休戚相关的。”
［１］

 

县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基本地理单元，其长期稳定的政区设置，相对固定明晰的空间范围，对确定文化研究边界十分有利，

理应成为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区域。保存县级单位对保存县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如安徽桐城以著名的

桐城学派彰显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。桐城为安庆属县，以文学、理学著称于世，其县域完整性目前保持较好。一些以府州为

范围的特色文化，即便是县上一级政区发生了变化，但只要县级政区没有发生大的变化，其文化仍然能够保存。著名的安徽徽

州府历史上有１府６县，但后来由于行政区划调整，婺源划归江西省上饶市，绩溪划入安徽省宣城市，徽州在政区上被拆分，

但因县域、县名仍然保留，其徽州文化的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。由此可见，县域文化研究的前提是要保留县作为基本政区单位。 

（二）县级文化是古今文化的重要载体 

从典籍、人物、特色文化等文化要素指标来看，县域都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单元。 

１．典籍。史家有“国在史存，国亡史亡”的箴言，亦可用在县级政区的存亡上，可谓“县在县史存，县亡史亡”。历史上

一些县也因政区的消失而于史无存。从现存县志看，绝大多数县志是明清以后编纂的，而这个时期，也正是中国县级政区发展

的成熟期。明清、民国时期，县志修志不辍，世代相传，完整保存了中国下层政区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和宝贵资料。新中国后，

新方志编修出现新的高潮，但传统县志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宝藏。可以说，新志是在传统史志文化遗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民国



时期，于县的政区和文化方面，有两件大事：一是１９１４年对全部县名进行重新勘定，去除了大量重复县名，第一次在全国

范围内使用统一的、唯一的县名，结束了县名使用混乱的局面；二是１９０９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在民国初期制定了一个庞大

的研究计划，组织全国力量给全国一千多个县编修县志。地学会会长、泗阳人张相文主持编写《泗阳县志》。他亲自参加了资料

的征集、采访工作，精心挑选编修人员，组织编修工作，确定体例，多有创新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部高水平、具有时代

特色的县志。方志学家仓修良在《重印民国版〈泗阳县志〉序》中评价该志是“一部很有特色的县志，在民国时期所修的一千

一百多种志书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，完全可与黄炎培的《川沙县志》、余绍宋的《龙游县志》等一批被称为民国时期名志、佳志

相媲美”①。 

县志是与县级政区唇齿相依的历史文献，古代可能没有省志，但不会没有县志。一是县的数量多，县级政区稳定，边界清

晰，资料丰富；二是相对于府州省志来说，编修县志相对容易操作。根据统计，江苏省现存各类地方志数量达７００～８００

种，占全国现存总量的十分之一。地方志包括省志、府州志和县（厅）志，县以下有乡镇志、都邑志等，县志承上启下，是地

方志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志书。例如，江苏县县有志，历代有志，但却没有一部完整的省志。正在编纂的《江苏历代方志全书》

准备影印出版省志６种，府志６０余种，州县志３６０多种，小志７０种，合计５００种，共计约７４万页。社会安定、经济

发展、文化繁荣是地方志编修的前提条件。县志也是如此。明代修志主要在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清代主要在康熙、乾隆年间，民

国主要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前，新中国主要在结束“十年动乱”的改革开放时期。目前的县志数量的变化，也证明了这一点
［２］

。 

２．人物。从古至今，县都是人才的主要来源地。中国人历来讲地望、籍贯，重要人物的籍贯（祖籍）或出生地是研究人

物成才的重要依据。人才分布研究主要根据县级籍贯分析。古人也常以籍贯称某人，尤其是以县名相称。如安徽合肥人李鸿章

与江苏常熟人翁同龢之间的相互调侃佳对：“中堂合肥天下瘦，户部常熟万民饥”。至今，清代状元、光绪帝师翁同龢仍然是家

乡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名人。近代以后，城市兴起，城市成了新的人才来源地，但在大城市活动的名人，籍贯仍然主要来源于县。

历史上，江苏人才数量居全国之首，县是人才的主要来源地，如清代的吴县、上元、长洲、吴江、太仓、常熟、昭文、昆山、

无锡、金匮、宜兴、江阴、武进、阳湖、丹阳、江都、江宁、淮安、彭城、赣榆等都是著名的人才大县。 

现在各地都很重视历代名人资源的发掘与利用，甚至出现争夺名人资源的现象。江苏几乎各县都有自己的著名人物，如沛

县的刘邦、宿迁的项羽、兴化的郑板桥、高邮的秦观、昆山的顾炎武、东台（当时属泰州）的王艮、江阴的徐霞客、武进的庄

存与、常熟的翁同龢、海门的张謇、泗阳的张相文、灌云的武同举、宜兴的周处、金坛的华罗庚、丹阳的茅以升等，但由于县

级区划的调整，有些名人的籍贯已经改变。使许多著名人物找不到“家门”。如周恩来总理出生地在淮安，特指老淮安，后淮安

改名楚州，淮阴（清江）改名淮安，现在又将楚州改回淮安，即今淮安市淮安区。 

３．特色文化。县域是特色文化的富源，例如无锡梅村“太伯奔吴”传说与吴文化的起源，常熟有孔子唯一的江南弟子言

偃（子游），明代太仓刘家港与郑和下西洋，老淮安与清江浦的漕运文化，东台是著名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故乡，吴县是乾

嘉学派中吴学的故里。其他有阳湖文派、吴门画派、武进孟河医派、常熟毛晋藏书楼汲古阁、瞿绍基的铁琴铜剑藏书楼，这些

都是古代县域文化的代表。当代宜兴被誉为“教授之乡”；苏南乡镇企业独树一帜，昆山长期排名全国县域经济等指标第一位，

创造了新时期的“昆山精神”，这样独特的文化资源不胜枚举。 

（三）县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典型范本 

县志设项涵盖诸如地理环境、山川名物、气候灾害、建置沿革、典章制度、赋税田地、交通水利、商贸市场、城镇乡村、

名胜古迹、户籍人口、学校书院、人才名流、艺文著述、方言民俗、宗教信仰等，无所不包，不但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“金

山银矿”，也可以由点及面，小中见大，为研究全省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提供有价值的范例。在实际的研究中，以县为对象进行

研究的实例不胜杯举。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的新作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——１８２０年代华亭—娄县地区的ＧＤＰ研究》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①《泗阳县志（民国版注释本）》，泗阳县地方志办公室， 

２０００年再版版本。 



是以当时的江苏松江县（今属上海市）为研究范围所进行的创新性个案研究，地方志是其重要材料来源
［３］

。 

近年来，笔者以泗阳县为研究对象，以泗水流域为背景，考察了泗阳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的历史，重点对汉代泗水国文化、

明清运河文化、近代民国文化和新中国的杨树文化进行了梳理。泗阳建县在古代置县最发达的汉代，得名于古泗水，其泗水之

阳的地理位置早在西汉时就已确定。泗阳县在未调整前县域面积约１ ５００平方公里，县城处于县域的中心位置。泗阳地处

我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地带，经济以农耕为主，历史文化虽有断裂，但基本延续。近代泗阳出现了辛亥革命元老韩恢、自学成才

的地理学家张相文等重要人物。例如张相文先生追根溯源、细腻丰富的个案研究，对保存和发掘江苏县级文化做出了有益的尝

试
［４］

。为此，中国地理学会将中国地学博物馆建在泗阳，以示对张先生“中国近代地理学开创者”地位的肯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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